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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易地扶贫搬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脱贫户仍存在较高的脆

弱性,这将是中国减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本文依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线

性回归模型,系统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并剖析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

及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改善效果,此结论在经过安慰

剂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安置方式与搬迁时间的

交互项、生计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

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而家庭收入多样化的中介效应更为突

出。 本文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扶贫工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的经验

证据。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　 脱贫户　 生计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32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1-0094-18

　 　 一、问题提出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州十八里洞调研时提出精准扶贫。 随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

在全国全面拉开序幕,而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 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全

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实现约 1
 

0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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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问题”。 在各级政府、对口帮扶单位以

及搬迁家庭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绩斐然。
需要指出的是,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经济重建、社会重构的复杂系统,因而成为中国精准扶贫工作中最

难啃的工程。 例如,武陵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出现因搬迁而举债、新房变“空房”、“两栖”居民等问题[1] 。 类似

问题的出现,说明部分脱贫户存在较高的生计脆弱性,这严重制约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1 年 1 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要求,“扎实做好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工

作”
 [2] 。 2023 年 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明确提出,“认

真组织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项行动,把增加搬迁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把增强搬迁脱贫群

众和安置点内生发展动力作为主攻方向”。 这充分说明国家对易地扶贫搬迁户高度重视。 要提升民族地区

搬迁户收入和内生发展动力,关键在于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因此研究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

脆弱性的影响至关重要。
本文将生计脆弱性的测量置于风险暴露水平分析框架中,以脱贫户为研究对象,采用湘鄂渝黔毗邻民

族地区 320 个脱贫户样本的调研数据,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作用。 倘若有降低作

用,那么此作用是否会因地区发展水平、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生计策略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该作用的传导

机制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一方面可以为政府优化有关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提

供学术支撑;另一方面,有助于增进民族地区脱贫户福祉,使其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文献述评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形成了如下观点:(1)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

农户生计脆弱性。 多数搬迁户原来所处地区具有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匮

乏等特点。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将人们从不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区迁出,农户搬至生态环境良好、交通条件

便利、公共服务均衡的地区,调整和优化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生计资本[3] ,其中金融资本更

为凸显[4] ,可以降低其生计脆弱性[5] ,进而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6] 。 (2)易地扶贫搬迁尚未降

低农户生计脆弱性。 首先,在政策实践中,易地扶贫搬迁存在“搬少不搬老” [7] 、“搬富不搬穷” [8] 、搬迁过渡

期政策不完善[9]等一系列问题,妨碍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的发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的实现,导
致农户生计脆弱性未能有效降低[10] ,部分农户面临再次返贫的窘境。 其次,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搬
迁与安置未做到并重,譬如后续的产业就业配套不足[11] ,导致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不利于其生计脆弱性

的降低。 再次,从搬迁安置区来说,部分安置区仍在农村,距中心市场较远,经济整合度较低,农户进入市场

机会成本较高[12] ,收入难以持续增长,具有较高的生计脆弱性。 最后,从农户自身来说,搬迁户大多不具备

在迁入地就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13] ,因而只能选择从事最简单的工作。 相对技术类型的工作来说,简单

工作的替代性强,造成部分搬迁户收入呈现不稳定性,面临生计脆弱性问题。
综上,已有文献为本文的分析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但同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当下中国已经步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工作重点是实现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而降低生计脆弱性是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发

展的重中之重。 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跨区域的毗邻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研

究甚少,尤其是缺少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域的研究。 第二,既往文献主要聚焦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家庭

生计脆弱性的直接影响上,却忽略了此影响在区域间、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交互、生计策略等因素上的差异

性。 第三,已有研究证实,收入多样化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之一[14] 。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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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志效应[15] 。 那么,易地扶贫搬迁是通过收入多样化和志向水平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吗? 研究这一问题的

文献付之阙如。
基于此,本文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视角切入,构建多维度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解析易

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的交互项以及不同

类型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 本文验证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家庭生

计脆弱性的重要传导路径。 此外,运用安慰剂检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验证基本结论,使研究结论更加严

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脱贫户实现生活富裕、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乡村振兴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实证支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易地扶贫搬迁

生态移民理论强调面对生存环境遭受到破坏的窘境,对此区域人们进行移民搬迁的活动,此种活动对

迁出地的自然环境保护和当地居民发展起着促进作用[16] 。 生态移民在中国被称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特

殊的精准脱贫模式。 它首次出现在《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下文简称《规划》)之中。 《规划》对易地

扶贫搬迁作了清晰的界定,明确易地扶贫搬迁是将居住环境恶劣的贫困农户迁入公共服务相对完善的搬迁

安置点,并通过移民搬迁安置点实施各类扶持政策,以期从根本上改善搬迁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据此,本
文以政府层面所提出的易地扶贫搬迁概念为准。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故在搬迁前,必须明确“要搬谁”和“搬哪里”。 一是“要搬谁”。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指出,搬迁对象是生存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的

生产和发展条件、“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地方病多发区,生态环境脆弱、限制

或禁止开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员,其中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易地扶

贫搬迁的主战场。 二是“搬哪里”。 搬迁安置方式主要划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而集中安置主要包

括附近村内就近安置、建设移民新村安置、小城镇或者工业园区安置以及乡村旅游安置,分散安置主要是

“插花”安置、自主选择进城务工以及投靠亲友等[17] 。

　 　 (二)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直接影响

面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旨在实现农户

稳定脱贫致富的目标。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主要是通过改善农户外部生存环境、提高家

庭增收的可能性和提供较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来降低搬迁户家庭生计脆弱性。
第一,改善了农户外部生存环境。 在易地扶贫搬迁前,农户生活在灾害频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已经

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地区。 在资源环境禀赋的约束下,农户家庭收入未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跌
入贫困陷阱之中,进而无法实现自主脱贫。 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至道路通达,安全饮水、生活用

电、广播电视、通信实现全覆盖,生存环境较好,交通环境便利,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 这为农户家庭降低生

计脆弱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提高了搬迁户增收的可能性。 搬迁后,在迁入地,农户通过当

地的产业扶持、就业帮扶等政策,撬动了其所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至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中,使这些生产要素得到了有效配置和充分运用[18]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增收的可

能性。 第三,提供了较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是搬迁户的医疗服务。 在搬迁前,很多农户居住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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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分散、产业基础薄弱、教育医疗服务滞后的地区。 而当农户迁入安置区时,此区域拥有更加优质的医疗

服务,通过“一站式结算”服务、“看病后付费”以及“就医绿色通道”等措施,让搬迁户就近享受较为优质的

医疗服务,尽可能地拥有更为优质的医疗资源。 这有助于缓解搬迁户“小病扛、大病拖”现象,降低其因病致

贫的概率。 另一方面是搬迁户的子女教育。 在搬迁前,农户适龄子女普遍在乡镇或者行政村学校上学。 相

对县城及其以上的区域来说,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落后、教育质量较低[18] ,导致搬迁户子女获得较低的

人力资本。 而易地扶贫搬迁有助于搬迁户子女享受迁入地优质的教育资源,改善学习环境,使搬迁户子女

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从而有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易地扶贫搬迁有利于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三)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间接影响

1. 易地扶贫搬迁、家庭收入多样化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脱贫户收入多样化。 在搬迁前,农户更多是依附在土地资源上,主要从事农

业活动,由此获得农业收入。 但农业收入易受自然灾害、市场环境、交通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

的波动性。 而搬迁后,受限于土地资本功能丧失、有土安置①农地面积缩减、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等主要因素,
脱贫户逐步摆脱了对土地资源的依赖。 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搬迁脱贫户也积极调整其

就业方式,最终作用于其收入来源。 而收入来源由搬迁前单一化的农业收入构成转变为以工资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等为主的多样化构成。 一是工资性收入。 对于搬迁脱贫户来说,政府一方面引

导和鼓励脱贫户家庭劳动力在省内外积极就业;另一方面对无法外出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提供就业技能

培训,使其就近就业,进而获得工资性收入。 二是财产性收入。 依据土地“三权”分置政策②,对于部分土地

资源较好或者具有专业技能的农户而言,当地政府引导其进行土地流转或者技术入股,获得一定数量的租

金或者分红。 当部分搬迁户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较为贫瘠,无法进行流转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引

导农户进行退耕还林,使其获得财产性收入。 三是政策性收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一户

一宅”和“占新腾旧”原则,脱贫户与当地政府签订旧房拆除、宅基地复垦协议以及协商搬迁补偿事宜,由此

可获得政策性收入。 概言之,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脱贫户收入多样化。
第二,家庭收入多样化降低了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家庭收入多样化是针对收入单一化而言的。 家庭收

入多样化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脱贫户基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 当脱贫户家庭的某一项收入来源出现问

题时,收入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该项损失,从而将整个家庭的损失降至最低。 此外,当灾害突发或

者意外事故出现在农户家庭时,家庭收入多元化能够分摊风险,使农户家庭能够在短时间内从灾害或者意

外事故中恢复,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村地区而言降低了脱贫户生计脆弱性[19] 。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易地扶贫搬迁是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来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2. 易地扶贫搬迁、个体志向水平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易地扶贫搬迁有助于提高个体志向水平。 一个人期望自己在某方面取得成就的水平,
 

在心理学中称为

抱负水平,又叫志向水平[20] 。 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迁至集居住环境良好、交通条件便利、公共服务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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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土安置特指调剂一定数量的土地,辅以切实可行的生产发展措施进行安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节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

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同时,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精神,要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文件精神,易地扶贫搬迁后,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不得非法收回、侵占、剥夺搬迁群众的承包地(耕地、林地、草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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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一体的安置区,显著地改善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 这有助于刺激其自身产生较高的需求,而当农户要

满足自身较高的需求时,其个人志向会被激发,从而提高其志向水平。
个体志向水平降低了农户生计脆弱性。 唯物辩证法原理表明,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 遵

循此理论的逻辑,农户不仅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参与者,更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 要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关键

在于搬迁农户自身。 长期受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农户在搬迁前,更多是满足当时的状态。 而

农户搬至迁入地,受迁入地文化宣传、居民生活态度、信息流通等因素的影响,其个体志向水平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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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作用机制

通常来说,在农户迁入志向水平较高的

安置区,当地群众志向水平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搬迁户的行为决策,尤其是低志

向水平农户,将其行为选择逐步纳入正

向循环。 通过这种长期的影响,低志向

水平的农户也会摒弃“等、靠、要” 思想

以及对政府的依赖,形成一种自我发

展、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积极观念。
这种观念使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

增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得以提升,从
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据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3:易地扶贫搬迁是通过提高

个体志向水平来降低脱贫户生计脆

弱性。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易

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

的作用机制图(如图 1 所示)。

　 　 四、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是指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和贵州省四省份相互接壤的地域,均隶属武陵山片

区,具有文化同根和经济同型的特征,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连片贫困地区、各省份的边沿区于一体。

此区域包括 19 个自治州、县,聚居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32 个少数民族。 自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政策实

施以来,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政府积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十三五”时期,四省份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均占各自省份全部搬迁任务的较大份额,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2020 年 12 月,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通报全国“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时指出,截至 2019 年 7 月,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

完成 87%以上的搬迁任务。 此区域农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摘掉贫穷帽子,但部分农户出现返贫现象。 此现

象的根源主要在于他们自身的脆弱性。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课题组在正式调研前进行预调查。 在正式调研时,课题组采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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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 课题组于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先后选取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和凤凰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江口县 8

个区县。 具体原因如下:一是文化上,它们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具有代表

性;二是地理位置上,它们均是各省份的边沿区,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三是致贫原因上,

它们都具有“老、少、边、穷”等特征,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易地扶贫

搬迁方面具有相似性;四是脱贫成果上,它们均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农户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以上述提及的 8 个区县作为样本,每个样本随机抽取 2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0 ~ 25 户脱贫户作

为调研对象,采取入户面谈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在剔除调研对象为贫困户的 49 份问卷后,最终获取问卷 351

份(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和龙山县共 7 个行政村 79 份问卷;湖北省恩施州共 5 个行政村 54 份问卷;重庆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县和秀山县共 11 个行政村 146 份问卷;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和江口县共 7 个行政村 72 份问卷)。 由于脱贫户外出务工、陪子女上学、因病住院等原因,不同区县调研问

卷数量有所差异。 依据研究主题,本文对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进行处理,最终采用 320 份调查问卷,

问卷有效利用率为 91. 17%。 其中,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未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分别为 232 户和 88

户,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分别为 200 户和 32 户。

　 　 (二)实证方法

1. 熵值法

在计算权重方面,通常有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两种方法。 本文运用客观赋值法,能够充分利用样

本信息,消除主观随意性[21] 。 虑及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实际,本文构建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指标,采用熵值

法①度量脱贫户生计脆弱性(见表 1)。

表 1　 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指标、指标选取依据及权重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指标赋值来源 权重

风险暴露水平(E) 健康风险 家里是否有残疾人 1 =是,0 =否 苏飞等(2013) [22] 0. 034
 

3

家里是否有人因大病要治疗 1 =是,0 =否 0. 053
 

8

自然风险 去年您家是否发生自然灾害 1 =是,0 =否 徐洁等(2019) [23] 0. 097
 

7

教育风险 家里能否承担起子女上学费用 1 =是,0 =否 0. 015
 

5

敏感性(S) 收入状况 收入依赖度 第一产业支出 / 去年家庭总支出 田亚平等(2013) [24] 0. 109
 

6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去年教育支出 / 家庭总支出 王超群(2017) [25] 0. 094
 

1

健康状况 医疗支出占比 去年医疗支出 / 家庭总支出 0. 08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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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所限,熵值法计算过程不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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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指标赋值来源 权重

适应能力(A)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取对数 李小云等(2007) [26] 0. 009
 

4

林地面积 取对数 0. 023
 

5

人力资本① 主要劳动力身体状况 较好=0. 2,一般=0. 3,较差=0. 5 周丽等(2020) [27] 0. 058
 

1

参与技能培训人数 没有= 0,1 人= 0. 1,2 人= 0. 2,
3 人= 0. 3,4 人及以上= 0. 4

0. 079
 

5

物质资本 农业生产工具 猪草机 / 打料机= 0. 1,插秧机 /
耕地机= 0. 2,其他= 0. 4

伍艳(2016) [28] 0. 054
 

8

生活耐用品 没有= 0,电视 / 冰箱 = 0. 1,洗

衣机 / 手机= 0. 2,其他= 0. 3
0. 004

 

4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② 取对数 徐定德等(2016) [29] 0. 035
 

9

家庭欠款 取对数 0. 058
 

3

社会资本 亲戚朋友从事职业类型 政府工作人员= 0. 3,经商人士=
0. 3,教育、医疗工作者= 0. 2,农
业从业者=0. 1,其他=0. 1

苏芳等(2020)[30] 0. 021
 

5

哪些人员提供帮助 同上 赵文娟等(2016) [31] 0. 032
 

7

社会保障 参加医疗保险类型③ 数量 赵雪雁等(2020) [32] 0. 102
 

1

参加养老保险类型 数量 0. 027
 

4

　 　 注:①人力资本中户主年龄、成年劳动力平均年龄、成年劳动力最高教育程度均无法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内改变,不能精准地刻画搬

迁户家庭目前的人力资本状况,故不采用一般化的指标。
②受搬迁时间和补贴政策的影响,脱贫户搬迁享受的搬迁补偿资金情况差异较大,并且不是同步到位,所以此处脱贫户家庭年收入不包括

其所获得的易地扶贫搬迁补偿。
③参加医疗保险包括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保险。

生计脆弱性是指家庭和个体在生计活动过程中,其生计结构变化或面对外力冲击时所具备的不稳定、
易遭受损失的状态。 有学者认为生计脆弱性是由风险暴露水平、敏感度和适应能力 3 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33] 。 基于“暴露-敏感-适应能力”分析框架,可以从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切入,着重对生计脆弱性产生的内

在机制进行剖析[34] 。 本文计算风险暴露水平、敏感度和适应能力的综合得分指数①,并运用式(1)度量脱贫

户生计脆弱性指数:
Plvit = (E + S) - A (1)

其中,Plvit 代表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指数,E 表示风险暴露水平,S 体现敏感度,A 表示适应能力。 具体来说,
生计脆弱性指数(Plvit)包括如下指标:其一,风险暴露水平(E)是指受到外部的干扰。 涉及健康风险、自然风

险、教育风险 3 个风险,本文选取家里是否有残疾人、去年您家是否发生自然灾害、能否承担子女上学费用、家
里是否有人因大病要治疗 4 个指标衡量脱贫户的风险暴露水平。 其二,敏感性(S)是指冲击所产生的负面作

用。 采用收入状况、教育支出、健康状况 3 个指标表征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三,适应性(A)是指应对外部

冲击及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生计能力。 虑及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保障

等方面,本文采用耕地面积、林地面积、主要劳动力身体状况等 12 个指标刻画脱贫户的适应能力。

001

① 受篇幅所限,不再展示具体的计算过程。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2. 基准回归模型

借鉴已有文献[35] ,本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

Plvit =α0 +α1relocationt + ∑α2controlst +εt (2)

其中, Plvit 为第 t 个脱贫户生计脆弱性,relocationt 为第 t 个脱贫户是否参与易地扶贫搬迁,controlst 是控制变

量的集合,涉及脱贫户个体、家庭和地区等层面,α1 和α2 为对应变量的估计系数,α0 为截距项,εt 为随机扰动项。

3. 分位数回归模型①

参照既往研究[36] ,以基准回归模型为参照标准,本文将在 0. 10、0. 25、0. 50、0. 75 和 0. 90 分位数上估计

不同生计脆弱性水平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 具体方式为:

Plvit =αp
0 +αp

1relocationt + ∑αp
2controlst +εp

t (3)

其中,0<p<1,表示数值小于第 p 分位数的比例。

4. 中介效应模型

为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7] ,进一步构建以下模型:

Medit =β0 +β1relocationt + ∑β2controlst +εt (4)

Plvit =μ0 +μ1relocationt +μ2Medit + ∑μ3controlst +εt (5)

在式(4)和式(5)中,Medit 表示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β0、μ0 表征常数项,β1、β2、μ1、μ2 和 μ3

分别表示待估计参数,εt 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式(2)中 α1 显著的前提下,若式(4)中系数 β1 显著,式(5)中

μ1、μ2 都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式(4)中系数 β1 和式(5)中系数 μ2 均显著而 μ1 不显著,说明存在

完全中介效应。

　 　 (三)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生计脆弱性指数(Plvit)是反映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指标,作为本文的因变量。 基于上文所述,脱

贫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取值范围为[ -1,1],本文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2. 自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 relocationt)是本文的自变量。 在问卷调研中,本文采用“请问您家是否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刻画脱贫户易地扶贫搬迁概况;调研对象回答“是”,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加入控制变量:一是依据参访者民族、性别、户主年龄等刻画个体层面的特征;二

是使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男性成年劳动力数量、家庭贷款、村通公路、购买商业保险等作为衡量家庭层面

的主要变量;三是以湖南、湖北、贵州为代理变量反映地区层面的特征。 上述三个层面的变量纳入旨在减少

其他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偏差。

4. 中介变量

(1)家庭收入多样化。 多样化指标主要涉及结构和分布两个方面的内容,结构一般使用二分法刻画类

101

① 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捕获自变量对因变量整个分布上的影响,因此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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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布运用数量或者价值来表征。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辛普森多样化指数或其他指数来表征农户家庭收入

多样化程度。 本文采用辛普森多样化收入方法来衡量脱贫户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程度(diversityt):

diversityt = 1 - ∑
k

s = 1
R2

t,s (6)

其中, R t,s 是指脱贫户家庭 t 的所有 k 种收入来源中第 s 种来源所占的收入比重, diversityt 的取值为

0,1- 1
k( ) 。 此指数越大,家庭收入越趋于多样化,当脱贫户家庭收入来源最多,并且各种收入来源占比均等

时,此指标达到最大值。 依据实地调研数据,将脱贫户家庭收入来源划分为农业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2)个体志向水平。 借鉴现有研究思路[38-39] ,运用问卷中“脱贫致富计划” 题项衡量个体志向水平

(aspirationst)。 个体志向水平选项为完全依赖政府扶持、在政策扶持下勤劳致富和自力更生与勤劳致富,将其

定义为志向水平很弱、一般和很强三类,赋值分别为 1、2 和 3,反映脱贫户志向水平逐级增加。
本文的变量描述见表 2。

表 2　 变量类别、名称、符号、定义、均值和标准差

类别 名称 符号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计脆弱性指数 Plvit 如表 1 所示(Plvit#100) ① -0. 26 0. 26

自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 relocationt 1 =是;0 =否 0. 73 0. 45

控制变量 受访者民族 minority 1 =汉族;2 =其他 1. 80 0. 40

受访者性别 gender 1 =男性,0 =女性 0. 34 0. 17

户主年龄 age 18 ~ 40 岁= 0. 5;41 ~ 60 岁= 0. 3;61 岁及以上= 0. 2 0. 36 0. 11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 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②之和 / 劳动力人数 7. 56 3. 46

男性成年劳动力数量 adlaqutity 0 = 0;1 人= 0. 1;2 人= 0. 2;3 人= 0. 3;4 人及以上= 0. 4 0. 16 0. 08

家庭贷款 loan 1 =是;0 =否 0. 25 0. 43

村通公路 road 1 =是;0 =否 0. 86 0. 35

购买商业保险 insurance 1 =是;0 =否 0. 04 0. 20

安置模式③ model 集中安置= 1;分散安置= 0 0. 85 0. 36

搬迁时间 time 1 =是④ ;0 =否⑤ 0. 81 0. 40

省份 province 湖南省= 1;其他地区= 0 0. 23 0. 42

湖北省= 1;其他地区= 0 0. 16 0. 37

贵州省= 1;其他地区= 0 0. 21 0. 49

中介变量 家庭收入多样化 diversityt 见式(6) 0. 28 0. 17

个体志向水平 aspirationst 很弱= 1;一般= 2;很强= 3 2. 30 0. 71

　 　 注:①
 

#表示相乘,后文 / 表同。
②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 12 年,大学= 16 年。
③脱贫户进行易地扶贫搬迁,才会虑及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因此安置模式和搬迁时间的样本量都为 232。
④“是”在本文指搬迁户搬至安置区的时间为 2~ 3 年。 据调研可知,搬迁时间最长不超过 3 年。
⑤“否”在本文指搬迁户搬至安置区的时间为 1~ 2 年。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和安慰剂检验结果。 就基准回归结果而言,表 3 列(1)未加入任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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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 5%水平上显著。 这说

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降低作用。 表 3 列(2)、列(3)和列(4)这三列依次报告纳入个体、
家庭及地区三大特征的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表 3 列(2)、列
(3)和列(4)的易地扶贫搬迁估计系数为负数,且在 5%或 1%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降低

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相较于列(1),上述三列的易地扶贫搬迁系数有所变小,但是易地扶贫搬迁在脱贫户生

计脆弱性方面的缓解作用尚未改变,验证了假设 1 的观点。 这是因为,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使脱贫户获得

更好的住房条件和公共服务,改善了其发展的外部条件,降低了其所面对的自然风险。 另一方面,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等多项政策的综合发力,脱贫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生计

资本得到有效优化和配置,并由此提高了脱贫户生计能力,进而使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得到了纾解。
就个体层面而言,列( 2) 是加入个体特征变量进行控制的回归结果。 易地扶贫搬迁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0. 416
 

3,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有助于缓解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从劳动力教育水平来

说,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劳动力教育水平越高,脱贫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越低。 这是因为家庭劳动力教育

水平越高,其从事职业的替代性越弱,工作具有稳定性,从而易于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 这有助于抑制脱

贫户家庭生计脆弱性。 从家庭劳动力数量来说,估计系数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 家庭劳动力数量愈多,
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愈低。 究其原因,在“脱贫不脱政策”背景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接受技能培训的

机会越多,参与市场就业的人数越多,获得更稳定的家庭收入,提高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其

生计脆弱性。
就家庭层面而言,表 3 列(3)是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负,且

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在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家庭贷款

的估计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家庭贷款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降低作用。
其原因是小额贷款尽管不能作为直接的生产性资本,但可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产,提高脱贫户应对外部冲

击的能力,从而有效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 村通公路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具有抑制作用。 作为基础设施的

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农村道路能够改善农村市场通达性,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农产品交易成本和信息

不对称程度,推动非农发展,使脱贫户获得较多的工作机会,收入得到增加,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40] 。

就地区层面而言,表 3 列(4)是加入地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重庆市相比,湖南省、湖北省的易地

扶贫搬迁均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降低作用,然而贵州省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这是因为贵州省是中国区

域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地区是该省的深度贫困区域。 基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经
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考虑,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主要为县城安置。 此区域多数企业落户时间较

晚,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此阶段,多数企业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慢、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对
脱贫户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小,带动作用不足。 这是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果弱化的主要原因。

表 3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和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2) (3) (4) (5)

relocationt -0. 422
 

3∗∗ -0. 416
 

3∗∗ -0. 429
 

8∗∗ -0. 417
 

5∗∗∗

(0. 170
 

4) (0. 168
 

9) (0. 175
 

1) (0. 169
 

3)

placebo -0. 021
 

7

(0. 1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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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1) (2) (3) (4) (5)

minority -0. 091
 

5 -0. 093
 

2 -0. 176
 

4 -0. 160
 

4

(0. 199
 

2) (0. 194
 

1) (0. 193
 

2) (0. 198
 

2)

gender -0. 163
 

4 -0. 201
 

7 -0. 189
 

5 -0. 092
 

8

(0. 057
 

0) (0. 071
 

1) (0. 062
 

4) (0. 213
 

4)

age -0. 066
 

4 -0. 092
 

1 -0. 081
 

7 -0. 089
 

2

(0. 147
 

8) (0. 169
 

4) (0. 152
 

5) (0. 198
 

9)

education -0. 397
 

6∗∗∗ -0. 403
 

8∗∗∗ -0. 417
 

2∗∗∗ -0. 409
 

5∗∗∗

(0. 172
 

1) (0. 173
 

6) (0. 189
 

4) (0. 174
 

0)

adlaqutity -1. 857
 

3∗∗ -1. 701
 

6∗ -1. 618
 

5∗ -1. 904
 

2

(0. 806
 

2) (0. 781
 

3) (0. 710
 

4) (0. 879
 

9)

doan -0. 851
 

7∗∗∗ -0. 793
 

6∗∗∗ -0. 813
 

3∗∗∗

(0. 199
 

8) (0. 189
 

2) (0. 195
 

4)

load -0. 475
 

8∗∗ -0. 435
 

9∗∗ -0. 416
 

7∗∗

(0. 213
 

9) (0. 208
 

1) (0. 190
 

1)

insurance -0. 501
 

8 -0. 471
 

4 -0. 480
 

6

(0. 291
 

7) (0. 262
 

3) (0. 273
 

3)

湖南省 -0. 810
 

9∗∗∗ -0. 764
 

5∗∗∗

(0. 206
 

1) (0. 197
 

9)

湖北省 -0. 631
 

5∗∗∗ -0. 618
 

3∗∗∗

(0. 219
 

0) (0. 206
 

5)

贵州省 -0. 274
 

4 -0. 315
 

8

(0. 201
 

2) (0. 225
 

9)

常数项 -2. 477
 

3∗∗∗ -1. 457
 

8∗∗ -0. 965
 

8∗ -0. 831
 

9∗ -0. 746
 

3

(0. 140
 

4) (0. 463
 

9) (0. 457
 

2) (0. 446
 

9) (0. 438
 

8)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17
 

0 0. 085
 

9 0. 145
 

9 0. 221
 

7 0. 243
 

6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内生性处理

上述研究结论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缓解作用,但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内生

性问题主要由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样本自选择偏差所导致。 本文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原因在于,易地

扶贫搬迁实施发生在前,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发生改变在后;而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此前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 因此,本文不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 概言之,本文通过增加遗

漏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1. 增加遗漏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在搬迁过程中,脱贫户不仅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还享受了

产业就业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保险扶贫政策、医疗扶贫政策、其他扶贫政策(电商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等)等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政策。 这种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助推了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格

局的构筑,进而有利于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据此,本文将享受政策的数量大于等于 2 定义为多元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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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相关回归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说明,在增加多元化政策这一变量时,易地扶贫搬迁的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较表 3 列(4)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变小,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揭示了易地扶贫

搬迁在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方面具有降低的作用,支持假设 1 的观点。
2. 使用 PSM 方法

使用 PSM 方法是为了解决由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在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41-42] 的基础

上,运用 PSM 方法解决了以样本自选择为表征的内生性问题。 在采用 PSM 方法前,本文需要对数据进行平衡

性检验和共同支撑验证(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 结果均表明,匹配效果较好。 本文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

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为提高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 3
种方法对样本总体进行匹配。 研究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显示,这三种测算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通过

了 1%和 5%统计水平的检验,这再次印证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降低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减缓效应是否来自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本文

借鉴现有研究[43] ,运用安慰剂检验来论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安慰剂检验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确定处理

组和控制组。 具体地,使用问卷中的问题“您家是否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来区别处理组和控制组。 其

次,随机抽取个体作为处理组,进行实证分析。 此部分试图通过随机抽取个体作为处理组进行再次论证。
在继续沿用调研样本年份的前提下,将上述操作过程重复 300 遍,最终得到相应的估计系数。 最后,分析实

证结果。 若在虚构处理方式下,其估计系数在统计学上仍然显著,则说明基准结果不稳健,反之则证明基准

结果稳健。 表 3 列(5)的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系数为-0. 021
 

7,且
不显著,支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2. 分位数回归模型

基准回归结果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具有益贫性,那么,易地扶贫搬迁是有益于生计脆弱性高的脱贫户,还
是生计脆弱性低的脱贫户? 因此,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验证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 回归结果显示,从生计脆弱性 10%分位点到 90%分位点,易地扶贫搬迁的影响

程度的绝对值依次为 63. 18%、59. 40%、46. 87%、31. 59%和 19. 46%。 这表明随着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水平的

不断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但后两者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原因在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

地区兼有“老、少、边、穷”特征,贫困程度比较深。 尽管此区域农户实现了脱贫目标,但部分脱贫户的持续增

收能力相对薄弱,仍面临较高的生计脆弱性[44] 。 对于 75%和 90%分位数的脱贫户而言,其生计脆弱性是由

收入不稳定、自我发展能力孱弱、人力资本较低等多种因素叠加所导致[45] ,因此仅凭借易地扶贫搬迁这一项

扶贫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3. 缩尾处理方法

由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是一个连续性变量,为避免此变量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脱贫户生

计脆弱性按照 5%做缩尾处理,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更具普适性。 实证结果显示(限于篇幅不再详细展

示),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0. 398
 

5,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 相比基准回归结果中的易地扶贫搬

迁的估计系数而言,由缩尾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降低了,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变化。 这说明易

地扶贫搬迁缓解了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此结论再次印证了假设 1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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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异质性分析

1. 不同地区分析

据表 4 列(1)至列(4)的结果,易地扶贫搬迁对湘鄂渝黔四省份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均有抑制作用。
此种作用在湖南省的效果最大。 重庆市和贵州省①易地扶贫减贫效果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在重庆市的效

果最小。 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尽管农户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安置区,但多数安置区位于村中

或乡镇。 囿于村中和乡镇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甚微,安置区给搬迁户提供了较为有限的就业岗位,
且工资水平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安置区大部分青壮年搬迁户选择外出务工,因人力资本水平较低②,从
事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作,此类工作替代性较强,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和波动性。 这直接导致脱贫户无法有

效应对外部风险。
2. 搬迁时间和安置方式的交互分析

不同的安置方式随着搬迁时间的变化而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效果。 由表 4 列(5)和列(6)可知,安置模式

和搬迁时间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在 5%和 10%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二者是影响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的主要方面。 表 4 列(7)的结果显示,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不同的安置方式

和搬迁时间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不同。 一般来说,搬迁时间越久的集中安置方式的易地扶贫搬迁减

贫效应越强。 原因在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搬迁时间仅为 1 至 3 年,安置区尚且处于初级发展阶

段。 随着搬迁时间的不断推移,集中安置区的后续帮扶措施更加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逐渐凸显,呈
现递增态势。

表 4　 地区、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交互项及不同类型生计策略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relocationt -0. 385
 

7 -0. 596
 

1∗∗ -0. 581
 

7∗∗ -0. 462
 

0 -0. 358
 

0∗∗ -0. 434
 

0∗∗∗

(0. 282
 

6) (0. 331
 

1) (0. 329
 

6) (0. 281
 

9) (0. 241
 

7) (0. 279
 

0)

model -0. 459
 

3∗∗

(0. 281
 

7)

time -0. 380
 

6∗

(0. 221
 

3)

Model#time -0. 497
 

2∗∗∗

(0. 190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407
 

5∗ -2. 051
 

6∗ -2. 033
 

4∗ -0. 143
 

2 -0. 850
 

3 -0. 787
 

9 -0. 797
 

7 -0. 667
 

9∗ -0. 407
 

1∗

(0. 756
 

6) (1. 214
 

4) (1. 133
 

8) (0. 766
 

2) (1. 057
 

2) (0. 988
 

0) (1. 028
 

3) (0. 342
 

1) (0. 751
 

1)

观测值 125 79 52 64 232 232 232 187 133

R2 0. 099
 

2　 　 0. 171
 

6　 　 0. 319
 

4　 　 0. 170
 

5　 　 0. 221
 

4　 　 0. 220
 

5　 　 0. 231
 

6　 　 0. 250
 

7　 　 0. 298
 

3　 　

　 　 注:列(1)—列(9)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省、贵州省、安置方式、搬迁时间、交互项、非农为主型和非农型。

601

①
②

前文解释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的原因,此处不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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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生计策略分析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对各类资本配置与经营活动组合的抉择,以期实现他们的生计目标。 相比农业主

导性生计策略家庭而言,非农主导性生计策略家庭的发展环境优势较为明显。 那么,易地扶贫搬迁对不

同生计策略脱贫户的生计脆弱性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 为此,本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不同生计策略脱

贫户的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借鉴徐定德等(2016) [29] 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将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

总收入的 90%以上、>50% ~ 90%、10% ~ 50%和 10%以下的生计策略定义为纯农业型、农业为主型、非农

为主型和非农型。 从调研结果可知,本文脱贫户样本生计策略为非农为主型或非农型两大类。 由表 4 列

(8)和列(9)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对非农为主型和非农型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 358
 

0
和-0. 434

 

0,在 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相比于非农为主型,易地扶贫搬迁对非农型脱贫户生计脆

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 这是因为,在面对外部风险冲击时,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农户易于获得更多帮助,其
生计脆弱性更低[45] 。

　 　 六、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是否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影响脱贫

户生计脆弱性,本文运用式(2)、式(4)和式(5)进行传导机制验证。
表 5 列(1)的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家庭收入多样化的影响为正。 由表 5 列( 2)的结果

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和家庭收入多样化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估计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为负,而易

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绝对值由表 3 的 0. 417
 

5 下降到表 5 的 0. 398
 

7,表明家庭收入多样化扮演着部分

中介效应的角色。 这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是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来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这是因为,在
搬迁前,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农户多从事以种植为主的农业活动。 而搬迁后,农户所迁入的地区距

离搬迁前的地方较远,加剧了农户土地资本功能的丧失。 而土地资本功能的丧失,迫使农户调整其家庭

的生计策略。 在迁入地,搬迁农户可通过外出务工、进入产业扶贫车间以及自主创业等途径就业,改变

了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 在迁入地,农户不但能够外出务工,而且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
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或者出租给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合作社,增加家庭的总体收入,拓宽家庭收

入来源,形成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特征。 在面对外部风险时,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多样

化能够增强其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遵循上述分析思路,列表 5( 3)的结果说

明,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提升脱贫户志向水平。 表 5 列( 4) 的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和个体志向水平

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由表 3 的 0. 417
 

5 降至 0. 386
 

5,说明个体志向水平起着部

分中介作用。 这表明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影响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本文调研的

这些地区曾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 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2 和假设 3 的结论。 相较于家庭收入多

样化而言,个体志向水平的中介效应较弱。 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收入多样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

改变,而个体志向水平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长期受国家相关政策的扶

持,而这些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户的志向水平。 尽管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举办了

提高农户志向水平的活动,但是农户个体志向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而其中介效应

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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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① (2) (3) (4)

relocationt 0. 254
 

6∗∗∗ -0. 398
 

7∗∗∗ 0. 100
 

6∗∗ -0. 386
 

5∗∗

(0. 071
 

8) (0. 141
 

3) (0. 099
 

8) (0. 136
 

1)

diversityt -0. 185
 

7∗

(0. 142
 

9)

aspirationst -0. 150
 

6∗∗

(0. 117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337
 

9∗∗∗ -1. 537
 

1∗ 3. 295∗∗∗ -2. 434
 

8∗∗

(0. 362
 

4) (0. 796
 

8) (0. 430
 

8) (0. 946
 

7)

R2 0. 124
 

5 0. 220
 

6 0. 115
 

9 0. 251
 

4

Sobel
 

test 2. 836 2. 152

中介效应② 11. 33% 3. 78%

　 　 注:列(1)和列(2)为第二步结果,列(3)和列(4)为第三步结果。
①此处直接进行第二步,第一步为表 3 模型 4 结果已做,不再重复。
②中介效应比例=间接效应 / 总效应。 以家庭收入多样化为例,中介效应= 0. 254

 

6#(-0. 185
 

7),即为-0. 047
 

3,中介效应比例= ( -0. 047
 

3) /
(-0. 417

 

5)(表 3 列(4)中的系数),即 11. 33%。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剖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内在机理,利用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 320 个脱贫

户入户调查数据,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易地扶贫搬迁

有效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采用安慰剂检验、分位数回归模型、缩尾处理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

然成立;第二,不同地区、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的交互项以及不同生计策略的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

弱性具有减贫作用,但重庆市和贵州省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第三,易地扶贫搬迁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

志向水平影响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二)政策建议

1. 加大后续扶持力度,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后续扶持亦是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的关键之举。 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搬迁地区的持续帮扶,尤其是做好产业、就业、医疗、教育、保险等

多种扶持措施的持续推进,形成政策组合拳,产生政策叠加效应,进而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另一方面,

根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不同的搬迁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以及生计策略的特点,当地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要分区域、分阶段和分农户实施差异化的后续帮扶措施,这有助于提高帮扶措施的科学性、有效性和

针对性,从而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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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家庭收入多元化,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第一,大力发展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基于民族地区实际状况,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政府应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使特色产业成为脱贫户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 同时,应不断促进三大产业有效融合,

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政府应大力引导和鼓励脱贫户在区内外就业,通过多途径对其开展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脱贫户实现稳定就业,从而获得较为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第二,盘活脱贫户家庭的生

产要素,拓宽收入渠道。 政府应引导脱贫户对其拥有的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例如土地流

转和资金入股,提高各类资本的利用率,促使其转变为经济优势,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 通过优化家庭收入

多样化,增强脱贫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3. 提高个体志向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提高个体志向水平是脱贫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之举。 迁入地应成立由德高望重者和乡贤能人组

成的道德评议委员会,依法制定和修订村民村规民约,不断完善移风易俗的村民自治体系。 对个体志向水

平较低的脱贫户进行定期的思想引导,使其树立勤劳致富的意识。 对志向水平较高的农户,迁入地政府、驻

村第一书记及相关部门等主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优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制度,促使脱贫户通过自身发

展和劳动换取政策扶持,同时也要发挥乡贤能人带动等主体作用,通过提高个体志向水平来降低脱贫户生

计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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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oc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the
 

key
 

lies
 

in
 

reducing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loc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djacent
 

to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Thi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for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and
 

uses
 

a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is
 

influenc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loc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The
 

finding
 

remains
 

valid
 

after
 

endogeneity
 

treatment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influence
 

is
 

especially
 

noticeable
 

in
 

Hunan
 

and
 

households
 

living
 

in
 

the
 

concentrated
 

resettlement
 

sites
 

or
 

having
 

a
 

long
 

history
 

of
 

relocation
 

or
 

non-
farm-based

 

livelihood
 

plans.
 

Furthermore,
 

relocation
 

reduces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individual
 

aspiration
 

level,
 

and
 

the
 

former
 

is
 

more
 

prominent.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relocation
 

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previous
 

research.
 

It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studying
 

the
 

relocation
 

in
 

the
 

rest
 

areas.
 

Second,
 

it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relocation
 

from
 

the
 

angles
 

of
 

reg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ttlement
 

mode
 

and
 

relocation
 

time,
 

and
 

livelihood
 

plans,
 

which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optimize
 

the
 

relocation
 

policy.
 

Third,
 

it
 

enriches
 

the
 

previous
 

studies
 

by
 

examin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relocation
 

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from
 

both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follow-up
 

support
 

to
 

lesse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moving
 

out
 

of
 

poverty.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diversify
 

the
 

household
 

income
 

to
 

enhance
 

risk
 

resilience.
 

Third,
 

it
 

is
 

suggested
 

to
 

raise
 

individual
 

aspiration
 

levels
 

and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for
 

self-improvement.
Keywords:

 

reloc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
 

ethnic
 

minority
 

areas
 

adjacent
 

to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household
 

moving
 

out
 

of
 

poverty;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责任编辑:宛恬伊;姚望春

111


